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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关系交换理论，以汽车行业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采用双边匹配调查数据和

层次回归方法探究共享价值观和相互依赖两种渠道关系特征对分销商敏捷性的影响，以及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

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共享价值观和相互依赖均对分销商敏捷性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

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在共享价值观与分销商敏捷性的关系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济绩效有

显著正向影响，市场不确定性在分销商敏捷性与制造商经济绩效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丰富了关系营

销和供应链敏捷性方面的研究，为企业应对危机事件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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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如自然灾害、地缘冲突和全球传染性疾病蔓延，给企业间合作带来了巨

大冲击，对提升企业供应链敏捷性提出了迫切要求。敏捷性指企业为应对环境高度动荡性和不确

定性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一起快速适应或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1］。在面临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

境时，敏捷性在降低企业成本、提升效率和适应环境变化并作出反应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

现有敏捷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供应链领域，围绕供应链上游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对供应链敏捷性的驱

动因素和绩效结果进行探讨。关于敏捷性如何形成，现有研究发现，供应链系统整体的协调、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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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程度［3］，知识与信息共享水平［4］，以及采购和分销的综合物流能力都会影响供应链敏捷性。

同时，企业自身现代数字技术的应用、良好的内部运营能力以及与市场环境相适应的文化导

向［5-6］也有助于提升供应链敏捷性。

虽然现有研究对理解供应链敏捷性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但仍存在三点不足：第一，现

有研究对制造商和下游分销商组成的营销渠道情境关注较少，这不利于系统地理解供应链敏捷性

的形成及其作用。一方面，营销渠道直面终端消费者市场，是供应链中最接近消费者的一环，企

业需要依靠营销渠道来获取终端消费者市场的实时信息。这不仅有利于制造商及时感知市场环境

的变化，而且对供应链整体敏捷性的塑造也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作为供应链连接终端市场的重

要环节，营销渠道承担着将商品从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的重要任务，敏捷的供应链体系需要

高效的营销渠道支撑，以实现卓越的营销绩效［7］。敏捷性是一种及时感知市场变化的能力，能

够提升渠道的分销水平，有助于制造商产品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在营销渠道情境下关注敏捷

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现有研究对组织间关系要素在塑造供应链敏捷性的作

用方面关注不足。考虑到组织间二元关系是构成供应链的基本单位，组织间关系要素必然对供应

链敏捷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关注组织间关系要素对敏捷性形成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供应链

敏捷性形成的理解。第三，现有研究在塑造供应链敏捷性的路径上缺乏对敏捷合作伙伴作用的探

讨。考虑到一个敏捷的供应链体系不仅依靠企业自身运营和客户敏捷性，敏捷的合作伙伴也至关

重要［8］。那么如何塑造敏捷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敏捷性又会对企业经济绩效带来怎样的影响？

本文拟在营销渠道情境下展开对分销商敏捷性塑造的讨论，将分销商敏捷性定义为分销商在

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能够及时感知市场变化，并快速适应和应对的能力。具体而言，本文以关系

交换理论为基础，从组织间二元关系视角考察组织间关系要素如何对分销商敏捷性产生影响，以

及分销商敏捷性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关系交换理论认为，交换双方会在交换过

程中发展出关系要素［9］，这些要素能够影响双方的互动行为和交易过程，有助于产生理想的交

易结果。这些关系要素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无形的价值观和关系规范要素，主要体现为双方

的共享价值观；二是关系转换成本和收益，主要体现为买卖双方的相互依赖［10］。本文将关注共

享价值观和相互依赖两种渠道关系特征对分销商敏捷性的影响。共享价值观衡量了分销商与制造

商对交换过程中的问题具有一致判断和态度的程度［10］，而相互依赖作为产生相互绑定效果的结

构性要素，体现了制造商与分销商对彼此的依赖水平，反映关系对双方的重要程度［11］。关系交

换理论强调了合作双方之间的沟通对交易过程和交易结果的重要性［10］。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

不断提升沟通的数字化程度，数字化沟通技术成为企业间重要的交流工具。与传统沟通方式相

比，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沟通具有信息丰富、形式多样、超越时空局限但缺少情感传递的特点［12］，
它在提高沟通效率的同时，也可能降低关系要素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考察制造商与分销商合

作中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对两种渠道关系特征塑造分销商敏捷性的调节效应。

合作伙伴敏捷性是供应链整体敏捷性的重要一环［13］，然而已有研究集中于如何塑造企业自

身敏捷性及其产生的绩效，尚未有研究探讨合作伙伴敏捷性对企业自身经济绩效的影响。因此，

本文将实证检验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济绩效的影响，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以提供

一个分销商敏捷性塑造及其对企业经济绩效影响的完整框架。

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在营销渠道情境下界定分销商敏

捷性，以关系交换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分销商敏捷性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制造商经济绩效影响的研究

框架，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弥补了营销渠道研究中对敏捷性关注的不足，丰富了供应链敏捷

性的研究情境。第二，本文探究影响分销商敏捷性的二元关系要素，实证检验了共享价值观和相

互依赖两种渠道关系特征对分销商敏捷性的塑造作用，并将数字化沟通技术作为边界条件进行探

讨，既丰富了供应链敏捷性形成驱动因素的研究，也拓展了供应链敏捷性研究的分析视角。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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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实证检验了分销商敏捷性对企业经济绩效的积极影响，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丰富了供应链敏捷性影响结果的研究文献，为供应链敏捷性的作用结果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完

善了敏捷供应链体系形成路径的讨论。

二、理论基础

（一）敏捷性

敏捷性源自敏捷制造的概念，逐渐被引入战略管理、国际营销和组织等领域，尤其在供应链

领域得到广泛研究。关于敏捷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敏捷性如何形成和提升以及敏捷性的作用结果

两个主题上。

供应链敏捷性的影响因素按照层次划分主要包括供应链、关系和企业三个层面。在供应链层

面，主要有两种因素影响敏捷性的形成：一是供应链应用技术的能力，如供应链的互联互通程度

和商业智能程度［14］，这些因素反映了供应链企业以不同方式应用技术的效果；二是供应链的协

作整合程度，如供应链的协调与协作以及供应链成员间的战略联盟等［3］，这些因素反映了供应

链企业的合作方式和合作程度。在关系层面，承诺、信任和信息共享等可能对敏捷性产生影

响［4］。在企业层面，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和企业自身的文化导向是影响企业供应链敏捷

性的重要因素［5］。同时，企业的经营能力，包括管理能力、内部沟通能力和外部供应链管理能

力等［15］，也会对敏捷性产生影响。

就供应链敏捷性的作用结果而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敏捷的供应链能为企业带

来多种绩效的提升，如市场绩效和关系绩效等［16］；另一方面，敏捷的供应链可以提升企业的其

他能力，如实现差异化策略和定制服务等［17］。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可以发现，目前敏捷性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在研究情境上，

供应链敏捷性研究更多围绕制造商与供应商的采购关系思考如何实现敏捷性的供应体系［16］，较

少关注下游营销渠道的敏捷分销问题。其二，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关注到供应链系统或者单

个企业层面的因素对敏捷性的影响，却忽视了供应链的基本组成单位与组织间二元关系层面的探

讨，对关系要素的关注不足。其三，现有研究注重通过技术、文化等方式塑造企业自身的供应链

敏捷性，却忽视了二元关系中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如何塑造敏捷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及其是否会给

企业带来回报尚未得到检验。

综上所述，本文将敏捷性研究视角转移到营销渠道情境下组织间二元关系中，探索关系要素

如何塑造合作伙伴敏捷性，并将信息技术的使用融入到关系的讨论中，考察新的数字化沟通交流

方式与其他关系要素在塑造合作伙伴敏捷性中的交互作用。本文也探讨了敏捷的合作伙伴所带来

的绩效回报，并关注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18］。
（二）关系交换理论

关系交换理论指出，关系交换包含三个核心特征：其一，交换关系建立在双方长期互动基础

上，包含对过去交易经历和未来交易预期的考虑。除经济绩效外，交换双方也关注所产生的社会

结果［19］。其二，交换双方会进行更为复杂的、人际间的、非经济性的社会交换。相比经济交换，

社会交换需承担未明确规定的义务，并且会引发责任、感激和信任。其三，所有交易行为被关系

要素所影响，关系特征不同程度地影响交换过程，使得交换关系呈现不同特点［10］。
关系交换的核心要素包括价值观与关系规范要素和关系结构性要素等［10，20］。其中价值观与

关系规范要素体现了合作伙伴间的共同信念和行为准则，这些要素可以塑造交换双方一致的行

为、理解和期望；而关系结构性要素主要为交换双方的权力—依赖关系模式，该要素体现了对对

方行为的不同控制和影响程度。关系交换理论认为，价值观与关系规范要素能够促进交换关系的

柔性，使得交换双方适应不可预见的变化，根据彼此的需求及时给出建议并作出调整［21］。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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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关系结构可以提升交换伙伴之间的合作水平，有利于形成稳定互助的交换关系，促进交换双

方传递信息、观点和知识［22］。当交换关系具有良好的关系规范特征时，交易伙伴往往能够更有

效地应对环境突发事件，并对绩效结果产生积极影响［20］。由于关系交换所产生的适应艰难环境

的能力（如解决问题、提供信息和限制冲突等）在市场不确定性条件下尤为重要，因而在此类动

态环境中关系交换的绩效结果也更加显著［23］。可见，市场环境是关系交换结果的重要边界条件。

基于关系交换理论，本文构建了分销商敏捷性的概念模型，检验分销商敏捷性的驱动因素及

其对制造商经济绩效的影响。共享价值观和相互依赖是关系交换过程中的重要变量。共享价值观

作为一种无形的价值观与关系规范要素，指导社会成员的认知和行为；而相互依赖作为一种结构

性要素，对组织间关系产生了相互绑定效果。共享价值观和相互依赖作为控制和调节渠道成员行

为的不同机制促进了渠道中分销商敏捷性的提升。

关系交换理论指出，沟通是关系交换过程中的重要元素，是将分销渠道粘合在一起的粘合

剂［10］。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企业间关系的建立和保持过程中，数字化沟通技术产

生了重要作用，如QQ、微信等数字化沟通工具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对企业间信息沟通产生

了积极影响［24］；另一方面，如果双方长期远程交流，可能会对双方亲密的交换关系产生负面影

响［25］，这意味着过度依赖数字化技术沟通可能影响关系交换。因此，本文利用数字化沟通技术

的使用这一概念检验新的交流互动方式对渠道关系特征与分销商敏捷性关系的调节效应。

交换关系重视长期的共同利益和互惠原则，良好的关系交换往往对合作伙伴的绩效产生积极

影响，特别是在动态市场环境下更加显著［23］。在营销渠道情境下，制造商与分销商联系紧密，

存在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对制造商而言，分销商敏捷性提升不仅意味着其分销能力增强，更有

利于双方高效合作，对制造商经济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本文探讨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

济绩效的影响，并在市场不确定性下进一步检验其效果。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渠道关系特征对分销商敏捷性的影响

共享价值观是交换双方在关系交换过程中表现出的重要关系特征之一。共享价值观在企业内

部通常为员工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匹配，而在企业间关系中指的是合作伙伴对行为、目标和政

策重要性、适当性以及正确与否有共同信念的程度［10］。共享价值观在关系交换过程中具有重要

作用，当交换双方拥有高度共享价值观时，往往会更加致力于维护它们的关系［10］。共享价值观

通过增进合作伙伴间的理解和协作形成柔性的渠道关系［26］，从而提升分销商敏捷性。

首先，共享价值观促进了制造商与分销商的相互理解和认同。在关系交换过程中，对交换关

系的认同是双方长期合作的重要前提［9］，价值观一致的合作伙伴存在一种共同信念，认为双方

的行为、目标和政策是重要、适当和正确的［10］。共享价值观也是一种有效的渠道治理方式，这

种方式促进分销商从文化层面主动认同和理解制造商敏捷性的相关理念，使得双方有着长期一致

的目标并倾向于共同解决问题［27-28］。在面对外界变化时，它们也有一致的态度和行为，为了共

同的期望而互相配合、作出决策并积极调整，这种柔性渠道机制有利于提升分销商敏捷性。

其次，共享价值观促进了制造商与分销商的高效协作，这主要体现为企业间的高度协调和信

息共享。一方面，共享价值观增进了分销商对制造商的理解和配合，双方有共同的期望，此时双

方的合作更加灵活和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共享价值观促进了关系中的团结感，制造商与分销商

更加积极维护和发展它们的关系，双方都愿意共享它们拥有的市场信息和资源，从而有助于分销

商敏捷性的提升［15］。综上，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 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共享价值观有助于提升分销商敏捷性。

较高的相互依赖强度代表了双方较高的投入成本和转换成本。此时由于关系终止成本较高，

45



张闯，等 . 分销商敏捷性的塑造及其对制造商经济绩效的影响

双方都愿意长远合作，倾向于维持稳定的长期关系［9］。
首先，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相互依赖有利于双方形成平等互助关系，从而有利于提升分销商

敏捷性。由于高度相互依赖的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存在较高的投入成本和转换成本，渠道中任何

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11］，这使得它们必须共同面对挑战，以维系现有合作

关系。一方面，由于双方都意识到对彼此的依赖，其通常愿意保持良好关系并进一步发展合作关

系，这有助于提升分销商敏捷性［4］；另一方面，相互依赖强度提高了在交换过程中慎重使用权

力的重要性［9］，通常占有优势的制造商此时会减少对分销商使用强制性权力，更加尊重分销商

的行为和意见，从而有利于提升分销商敏捷性。

其次，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相互依赖促进了双方的积极行为，降低了冲突的可能，这有助于

提升分销商敏捷性。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相互依赖强度越高，说明它们对对方的需求程度越高。

此时，双方更倾向于为对方着想，会超越合同义务主动帮助合作伙伴［29］。同时，双方密切的关

系能够及时消除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解和冲突，分销商更理解制造商的行为。通过增进互动

和减少矛盾，双方渠道关系更加稳定，这有助于提升分销商敏捷性。综上，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 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相互依赖有助于提升分销商敏捷性。

（二）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可能导致共享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作用被削弱，从而对共享价值观与

分销商敏捷性关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

首先，共享价值观能够在企业间沟通受到阻碍时帮助双方达成一致的认知，而数字化沟通技

术的使用为企业间沟通提供了应用工具，双方能够充分地进行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因而削弱了

共享价值观所产生的理解和认同作用。当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程度较高时，制造商与分销商可

以随时分享并交流市场动态发展、双方合作以及营销技巧和服务等信息［30］，可以通过语音、视

频会议和社交网站等进行协商和沟通。在数字化技术应用更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共享价值观所

产生的理解和认同作用反而被削弱了，因为它们可以随时沟通、交换想法和进行建议指导。

其次，数字化沟通技术自身存在传递情感能力较弱等问题，难以替代现实的沟通，当企业间

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程度较高时，可能阻碍共享价值观所产生的相互理解和认同作用。由于企

业间使用数字化沟通技术传递信息，且大多采用编码或文本形式，并且通常是非实时互动，因而

难以准确、完整地传递真实的情感［31］。当制造商与分销商依赖数字化沟通技术进行沟通交流时，

会缺少现实交流中积极、丰富的情感表达和传递。因此，在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程度较高的情

况下，共享价值观所产生的相互理解和认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反而弱化了共享价值观对

分销商敏捷性的正向影响。综上，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a：： 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负向调节共享价值观与分销商敏捷性的关系。

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可能推动相互依赖企业间良好关系的形成，并提供了企业间互动的方

式，从而对相互依赖与分销商敏捷性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效应。

首先，当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程度较高时，相互依赖促进平等互助关系形成的作用得到进

一步增强，而供应链中的良好关系被认为在敏捷性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4］。一方面，当数字化

沟通技术的使用程度较高时，相互依赖的企业拥有更多的方式去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如

建立新型数字关系［12］，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可以随时查阅产品特性和客户评论，从而提升企

业间的透明度和信任感［32］；另一方面，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本身就需要一定的投入，制造商

增加数字技术投入将使分销商从中受益并感受到制造商长期合作的意愿［12］，因而相互依赖所形

成的平等互助关系被进一步强化。

其次，当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程度较高时，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增加了相互依赖企业间

的互动方式，丰富了解决问题的手段。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丰富了企业间的沟通互动方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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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新的数字场景和可以开展业务的方式，扩展了企业间交互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社交媒体

等工具的使用，使得企业间可以进行远程沟通并监控业务运营。同时，数字化应用程度较高有利

于合作伙伴的调解互动和价值共创活动［32］。因此，当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程度较高时，企业

间拥有更多交换意见和解决矛盾的方式，提升了双方互动的效果，合作伙伴间相互依赖提升企业

敏捷性的作用得到强化。综上，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b：： 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正向调节相互依赖与分销商敏捷性的关系。

（三）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济绩效的影响

敏捷性赋予企业快速有效响应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能力来获得竞争优势［18］。在营销渠道关

系中，分销商敏捷性提升也有利于制造商经济绩效的实现。

首先，分销商敏捷性有利于提升下游的分销水平，从而提升制造商经济绩效。敏捷性能够提

升企业在销售、交货、平均流程转换时间和总库存比率等方面的表现［14］，也可以通过提升客户

满意度等方式对产品的市场表现产生积极影响［2］。分销商自身能力增强意味着制造商下游分销

能力提升，有利于促进产品销售，从而提升制造商经济绩效。

其次，分销商敏捷性为制造商带来了快速的信息反馈。敏捷的分销商能够及时了解市场变

化，更加快速地进行市场信息和知识的分享［33］，将信息快速反馈给制造商，如消费者购买意愿

和市场趋势等信息，使制造商可以更好地掌握下游市场动态。这种实时信息能够帮助制造商及时

应对市场变化，通过改进产品宣传方式、减少库存成本和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等提升经济绩效。

最后，敏捷的企业能更好地与合作伙伴展开合作［3］。敏捷性有助于分销商与制造商共同规

划，从而有效减少风险和运营过程中的摩擦。因此，当分销商敏捷性较高时，与制造商合作会更

加高效，而高度合作的营销渠道有利于制造商经济绩效的提升［33］。综上，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4：： 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济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市场不确定性指市场的变化难以预料，企业很难对产品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和未来销售情况

进行预测［34］。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了选择合作伙伴的成本，增加了冲突的可能，对企业间合作提

出了挑战。在市场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济绩效的提升效果更显著。

首先，在市场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制造商往往面临下游分销停滞和供应链断裂等问题。

分销商敏捷性对渠道分销水平提升的作用更加突出，因而增强了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济绩效

的影响。一方面，敏捷性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措施，使企业能够对市场变化以及供应链潜在和实

际中断情况作出快速反应；另一方面，敏捷性可以使企业通过增加库存和市场需求的可见性满足

不同客户需求，将市场不确定性和供应链中断的威胁转化为机会。因此，当需求不稳定、客户要

求复杂且具有高度多样性时，敏捷性尤为重要［18］。
其次，在市场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市场变化速度更快，更需要实时的市场信息，因而强

化了敏捷的分销商所带来的下游市场信息的作用。处在不确定市场环境下的制造商往往难以掌握

下游市场的实时信息，如销量和客户偏好，而敏捷的分销商能为制造商带来及时的市场信息，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最后，在市场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分销商合作的意愿更强，敏捷性对双方合作效果更明

显。一方面，受到自身经营业绩的压力，分销商会积极主动与制造商合作，尽可能配合制造商的

营销活动；另一方面，制造商会面临自身能力和资源限制以及供应链断裂等问题，此时合作的重

要性凸显。而敏捷性可以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对不可预测的情况作出更有效的反应。不确定

的市场环境增强了分销商敏捷性的重要性和效果，因而增强了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济绩效的

正向影响。综上，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5：： 市场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分销商敏捷性与制造商经济绩效的关系。

47



张闯，等 . 分销商敏捷性的塑造及其对制造商经济绩效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汽车行业制造商营销经理与分销商经理双边匹配的一手调查数据。本文选取

汽车行业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汽车行业的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是一种典型的营销渠道

关系。一方面，大部分的汽车销售是通过分销商完成的；另一方面，分销商是制造商获取终端消

费者市场信息和动态的重要渠道。由于敏捷性在提升企业销售额以及获取市场信息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14，33］，因而汽车制造商对营销渠道敏捷性问题十分重视。其二，由于汽车分销渠道关系的

建立需要双方较高的投入，双方关系较为稳定且存续时期较长。这为本文研究的问题提供了合适

的情境，能够了解长期交换关系中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的关系特征对分销商敏捷性的影响，因而

该行业的营销渠道特征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具有更高的匹配度。其三，由于汽车制造商的经销网

点遍及全国，各地市场环境存在明显差异，有助于实现市场不确定性调节效应的假设检验。

本文的调查在国内一家领先汽车制造商的支持下进行，由该公司销售管理部门发放问卷。笔

者要求制造商在该区域销售额前三名的分销商中选取一名合作对象，并根据合作情况回答问卷中

相关问题，避免了随意选取和自我选择的风险，保证了在问卷调查过程中选取的分销商是重要分

销商。其一，根据销售管理部门提供的经销商名录，笔者以经销地区为标准进行分层抽样，共抽

取 250家经销商门店作为调查对象。其二，请该部门负责人识别出管理上述经销商门店的地区销

售经理并请他们完成问卷A。其三，请完成问卷的制造商销售经理直接联系其所负责管辖的经销

商经理，请他们完成问卷B。在完成问卷回收后，根据制造商问卷中的题项“您在本问卷中所选

择的分销商”和分销商问卷中的题项“您的分销商名称是什么”进行对应，实现问卷的双边匹

配。笔者在问卷中向调查对象告知了本次调查的学术用途和信息保密义务，由制造商销售经理直

接联系经销商填写问卷的方式可以提高响应率。经过约二十天的填写后成功回收了问卷，根据筛

选题项“您对本问卷所涉及内容的了解程度”的回答结果剔除回答“非常不了解”“基本不了

解”的问卷，最终共收回 207套匹配的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2. 8%。此外，根据匹配问卷中

双方填写的所在城市（本次调查涉及23个省份中的97座城市）搜集了相应城市的相关二手数据。

（二）变量测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的数据来自不同的数据源，能够有效减少同源偏差

问题［35］。其中共享价值观、分销商敏捷性的数据来自分销商数据；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市

场不确定性和制造商经济绩效的数据来自制造商数据；相互依赖的数据来自制造商与分销商的双

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 

共享价值观 

相互依赖 

分销商敏捷性 制造商经济绩效 

市场不确定性 

渠
道
关
系
特
征 

H4 

H2 

H1 

H5 H3b H3a 

图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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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匹配数据。本文问卷调查中涉及的变量均采用成熟量表，所有题项采用 5点李克特量表来测量

（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由于研究情境的转换，本文对量表题项进行了相应调整，

以确保测量题项能够反映研究情境特点并为调查对象所理解。

⒈被解释变量：分销商敏捷性和制造商经济绩效

现有文献中缺少可直接借鉴的量表，本文结合当前文献对敏捷性的定义以及Young‐Ybarra和
Wiersema［36］的相关量表，根据具体研究情境进行调整后形成分销商敏捷性的测量题项，要求分

销商员工对企业敏捷性作出评价。为了保证各题项如实反映这一构念，笔者先咨询了该领域两位

专家的意见，反馈意见表示该量表能够实现对分销商敏捷性的良好测量。随后笔者对问卷进行了

预调研，受访者调研结果显示，测量题项不存在难以理解或引发歧义的问题，测量题项能够真

实、准确地反映分销商敏捷性这一构念。该量表包含 4个题项，典型题项如“我们能够对市场需

求变化作出快速反应”。

本文采用 Sheng等［37］的制造商经济绩效量表，要求制造商员工对比竞争对手对企业经济绩

效作出评价，采用“利润增长率”这一个单题项对制造商经济绩效进行测量。

⒉解释变量：共享价值观和相互依赖

本文采用Wang和Zhang［28］的共享价值观量表，要求分销商员工对企业和制造商的共享价值

观作出评价。该量表包含 4个题项，典型题项如“我公司与该制造商相互理解彼此的价值观和经

营理念”。

本文采用Palmatier等［23］的分销商依赖与供应商依赖量表，并根据Griffith 等［38］的研究将分

销商与供应商相互依赖操作化为二者之和，要求制造商员工和分销商员工分别对依赖程度作出评

价。该量表包含 4 个题项，典型题项如“对我公司来说，很难找到其他分销商代替该分销商”

“对我公司来说，很难找到其他厂商代替该制造商”。

⒊调节变量：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和市场不确定性

本文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采用单题项直接测量，询问制造商和分销商数字化技术使用情

况，回答选项为“非常少见”“比较少见”“一般”“比较常见”“非常常见”。

本文采用Wang等 ［34］的市场不确定性量表，要求制造商员工对市场不确定性作出评价。该

量表包含3个题项，典型题项如“很难对我们产品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⒋控制变量

由于市场环境是影响敏捷性形成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18］，本文在渠道关系特征与分销商

敏捷性关系的模型中对市场不确定性进行控制，采用Wang等［34］的量表测量市场不确定性。由

于本文数据采集时间为新冠疫情期间，因而利用二手数据对城市疫情严重程度进行控制，用问卷

收集完成前城市新冠确诊人数/城市常住人口数测量，单位为每百万人确诊人数，并将上述结果

取自然对数。因为关系要素往往会对敏捷性产生影响［15］，本文对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的其他关

系维度进行控制。本文采用“面对该分销商在合作中出现的违规行为，该制造商展现了很强烈的

容忍”这一单题项对制造商容忍进行测量，采用“该分销商经理在业务上经常照顾我”这一单题

项对制造商与经销商的私人关系进行测量。制造商与分销商的关系长度用两者的合作年限取自然

对数进行测量。由于分销商敏捷性和制造商经济绩效是员工对自身企业的主观判断，很可能与企

业销售排名和员工自身经历相关，本文控制了分销商销售排名，采用“贵公司上一年度销售额在

本区域的排名”进行测量。同时，本文控制了制造商受访者工作年限和分销商受访者工作年限。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基于 SPSS 26. 0 软件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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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赖与分销商敏捷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 339，P＜0. 050）；共享价值观与分销商敏

捷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 498，P＜0. 050）。这为验证本文的假设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为确保测量量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采用 SPSS 26. 0软件和AMOS 25. 0软件对量表进行

了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知，所有潜变量的Cronbach􀆳s α值都高于 0. 700的

标准，表明各变量内部一致性较高。同时，本文计算了量表的组合信度（CR），各变量的组合信

度都大于 0. 700，再次表明各变量内部一致性良好。本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表明，该

模 型 具 有 较 好 的 拟 合 度 （CMIN/DF=1. 452， RMSEA=0. 047， GFI=0. 920， IFI=0. 987， NFI=
0. 959，TLI=0. 983，CFI=0. 987）。所有题项因子载荷均分布在 0. 806—0. 983之间，大于 0. 600，
且所有核心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都大于 0. 500，这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

此外，根据相关性分析判别效度检验的结果，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都大于与对角线下方其他

因子相关系数的绝对值，①这进一步表明以上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三）同源偏差检验

其一，本文数据具有多重来源，极大地减少了出现同源偏差问题的可能性［35］。其二，本文

采用Harman单一因素检验方法对潜在的同源偏差问题进行评估［35］。将本文所有问卷调查数据中

变量的测量题项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变异的最少因子数为 5个。

析出的 5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87. 6%，其中第一主成分解释了 39. 1%的变异量，低于 40%或

50%的评价标准［39］。由于没有析出单个因子，并且第一主成分不能解释大部分差异，证明本文

不存在明显的同源偏差问题［35］。
（四）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为防止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检验调节效应时，笔者

对解释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将中心化处理后的解释变量相乘作为交互项，结果如表 3所示。

市场不确定性可能是影响分销商敏捷性与制造商经济绩效的调节变量，本文将表 3模型（1）—

模型（3）中作为控制变量的市场不确定性在模型（4）—模型（6）中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检验。

① 该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 量

1. 共享价值观

2. 相互依赖

3. 分销商敏捷性

4. 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

5. 制造商经济绩效

6. 市场不确定性

均 值

4. 598
4. 069
4. 356
3. 669
3. 790
3. 222

标准差

0. 588
0. 559
0. 686
0. 923
0. 788
0. 790

1

0. 406**

0. 498**

0. 060
0. 069
0. 030

2

0. 339**

0. 331**

0. 249**

0. 128*

3

0. 077
0. 070
0. 055

4

0. 412**

0. 143*

5

0. 235**

注：*和**分别表示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

表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变 量

制造商依赖

分销商依赖

共享价值观

分销商敏捷性

市场不确定性

因子载荷

0. 808—0. 963
0. 806—0. 900
0. 832—0. 925
0. 958—0. 983
0. 890—0. 969

Cronbach􀆳s α
0. 918
0. 877
0. 937
0. 978
0. 942

CR
0. 920
0. 880
0. 941
0. 979
0. 942

AVE
0. 793
0. 710
0. 710
0. 920
0.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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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层次回归结果

变    量

共享价值观

相互依赖

数字化沟通技术
的使用

共享价值观×数字
化沟通技术的使用

相互依赖×数字化
沟通技术的使用

分销商敏捷性

市场不确定性

分销商敏捷性×
市场不确定性

城市疫情严重程度

制造商容忍

制造商与分销商
的私人关系

制造商与分销商
的关系长度

分销商销售排名

制造商受访者
工作年限

分销商受访者
工作年限

R2

VIF最高值

F值

分销商敏捷性

模型（1）

0. 092
（1. 272）

0. 015
（0. 207）

0. 084
（1. 182）

-0. 082
（-1. 089）

-0. 097
（-1. 274）

-0. 134*
（-1. 880）

0. 093
（1. 271）

-0. 039
（-0. 499）

0. 043
1. 284
1. 119

模型（2）
0. 414***

（5. 880）
0. 187***

（2. 650）

0. 047
（0. 751）

0. 043
（0. 670）

0. 112*
（1. 828）

-0. 047
（-0. 691）

-0. 030
（-0. 453）

-0. 103
（-1. 662）

0. 110
（0. 158）

-0. 012
（-0. 171）

0. 297
1. 384

8. 279***

模型（3）
0. 405***

（5. 697）
0. 173**

（2. 346）
0. 009

（0. 123）
-0. 119*

（-1. 873）
0. 045

（0. 683）

0. 039
（0. 621）

0. 047
（0. 724）

0. 116*
（1. 897）

-0. 047
（-0. 672）

-0. 011
（-0. 163）

-0. 119*
（-1. 897）

0. 015
（0. 228）

-0. 004
（-0. 054）

0. 310
1. 520

6. 680***

制造商经济绩效

模型（4）

-0. 011
（-0. 156）

-0. 068
（-0. 995）

0. 272***
（3. 838）

0. 149**
（2. 020）

0. 062
（0. 911）

-0. 066
（-0. 933）

0. 023
（0. 298）

0. 094
1. 280

2. 960***

模型（5）

0. 115*
（1. 680）

-0. 013
（-0. 179）

-0. 078
（-1. 134）

0. 281***
（3. 949）

0. 158**
（2. 156）

0. 077
（1. 113）

-0. 077
（-1. 083）

0. 028
（0. 368）

0. 107
1. 282

2. 967***

模型（6）

0. 116*
（1. 711）

0. 167**
（2. 437）

0. 133*
（1. 937）

-0. 015
（-0. 212）

-0. 073
（-1. 088）

0. 232***
（3. 239）

0. 143*
（1. 963）

0. 081
（1. 162）

-0. 065
（-0. 923）

0. 053
（0. 703）

0. 149
1. 225

3. 436***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

从表 3模型（2）可知，共享价值观和相互依赖的系数均显著为正，H1和 H2得到验证。从

表 3模型（3）可知，共享价值观×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的系数显著为负，H3a得到验证。相互

依赖×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的系数不显著，H3b没有得到验证。可能是由于：一方面，数字化

沟通技术的使用为相互依赖的企业搭建了沟通的桥梁，通过促进合作来提升分销商敏捷性；另一

方面，双方通过数字化沟通技术获得更多信息，有更多渠道和方式去解决问题，使得相互依赖对

分销商敏捷性的积极作用被削弱。从表 3模型（5）可知，分销商敏捷性的系数显著为正，H4得

到验证。从表3模型（6）可知，分销商敏捷性×市场不确定性的系数显著为正，H5得到验证。

为直观表达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和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本文以调节变量均值加减一

个标准差的方式将其分为高低两组，绘制调节效应图。共享价值观会促进分销商敏捷性，与数字

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程度较低相比，当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程度较高时，共享价值观对分销商敏

捷性的促进作用更弱，如图 2所示。分销商敏捷性会促进制造商经济绩效，与市场不确定性较低

相比，当市场不确定性较高时，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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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尝试在关系交换理论框架下探究分销商敏捷性在渠道二元关系情境下的驱动因素、分销

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相关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与分销商渠道关系

特征中的共享价值观和相互依赖均对分销商敏捷性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在共

享价值观与分销商敏捷性的关系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而在相互依赖与分销商敏捷性的关系中的

调节效应并不显著；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济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不确定性在分销商敏

捷性与制造商经济绩效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

（二）管理启示

本文对敏捷性形成前因和结果变量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合作方

式，加强合作伙伴的敏捷性，实现渠道中的互利共赢。

首先，本文为制造商如何塑造分销商敏捷性提供了二元关系层面的启示。一方面，建议制造

商与分销商合作时不局限于单纯的交易活动，可以在日常交流中主动向分销商宣传自身的经营理

念和价值主张，从而培养双方价值观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传统制造商与分销商的关系中，分

销商更加依赖制造商，此时制造商可以选择主动帮助分销商，如进行专用资产的投入，从而形成

一种相互依赖的渠道环境。如果分销商能够感觉到受到重视，则其更愿意沟通并发表意见，有助

于提升其敏捷性。

其次，在制造商与分销商合作过程中，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应结合不同关系特征和关系阶

段进行考虑。当共享价值观程度较低时，制造商可以尝试通过使用数字化沟通技术辅助推动分销

商敏捷性的提升；当共享价值观程度较高时，制造商可以适当将数字化资源的投入转到其他核心

业务中，避免资源浪费。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在相互依赖与分销商敏捷性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不

显著，这意味着高度相互依赖的合作伙伴间使用数字化沟通技术在提升敏捷性方面效果有限。

最后，分销商敏捷性能够提升制造商经济绩效，在市场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作用更加明

显，建议制造商主动培养和选择敏捷性更强的分销商。在长期关系交换过程中，制造商对分销商

敏捷性的培养能为双方带来绩效回报。特别是在市场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对分销商敏捷性的

重视能够显著提升制造商经济绩效，这一发现提醒制造商在制定分销渠道策略时需要将分销商敏

捷性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图2　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的调节效应 图3　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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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文还存在以下局限：其一，数据收集范围和质量未来可以进一步提升，一方面，本文只收

取了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如果能够收取时序数据展开动态的观察和研究，可能会得出更加丰

富的研究结论。特别是进一步讨论交换关系不同阶段的关系特征能否对敏捷性产生不同的影响，

以及敏捷性对经济绩效的动态影响。另一方面，未来可以通过收集企业档案数据等方式，更加精

确地衡量分销商敏捷性对制造商经济绩效的影响，得出更为严谨的研究结论。其二，本文所关注

的关系要素为共享价值观和相互依赖，而其他关系要素并没有考虑，如组织间信任、合作和冲突

等，这些关系要素对合作伙伴敏捷性的影响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主题。同时，本文对数字化沟通

技术的使用的测量有待进一步完善，可以对具体数字化沟通技术（如使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机

器人等）的使用进行更加细致的测量，从而更好地明确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使用在分销商敏捷性塑

造中发挥的作用。其三，本文只采用了制造商经济绩效以及市场不确定性这一边界条件去检验分

销商敏捷性在营销渠道中的效果，并不能全面反映分销商敏捷性在营销渠道运行中发挥的作用，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分销商敏捷性对其他渠道运行结果变量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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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 of Distributor Agility With Its Impact on Manufactur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Exchange Theory

ZHANG Chuang1, LAN Tian‐wei2, ZHANG Zhi‐ku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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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Faced with increasingly uncertain market environment, the concept of agility is increasingly valued in modern 
enterprise operations. Enterprises with agile supply chain systems can make timely adjustments whe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changes, thus ensuring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e formation of an agile supply chain system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Existing research explores how to shape an agile supply chain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supply chain and enterprise, and focuses on its effect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failed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supply chain agility,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elements of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promoting supply chain agility. In addition, there is a lack of discussion on partner agilit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lationship exchange,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ers and distributor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uses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shared values and interdependence channel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on distributor agility,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distributor agility on manufactur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its boundary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ared values 
and interdependence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distributor agility.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a 
negatively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ed values and distributor agility. Distributor agilit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manufactur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market uncertainty plays a positively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or agility and manufactur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this paper builds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drivers 
of distributor agility and their impact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ers, and conducts empirical tests, enriching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supply chain agility. Second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inary relation elements that affect the agility 
of distributors, and discusses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which makes up for the lack of 
attention paid to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elements in existing research on supply chain agility. Finall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partner agility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the path of forming an 
agile supply chain system, but also enriches research on effects of supply chain agility.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n how to comprehensively shape supply chain agility, which not onl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relationship factors affect supply chain agility, bu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on how to manage the marketing channel.
Key words：agility；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hared values； interdependence； market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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